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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双重假设，将原材料、环境变量与资本和劳动力一起引入工

业总产出生产函数，扩展了传统的索洛增长核算模型，将总产出增长率分解为投入要素积累（包括原材

料、资本和劳动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环境投入变化等源泉。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工业的经验分

析表明：是否引入环境变量对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具有显著影响，而且环境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

各种投入（含环境投入）的增长贡献率大小不同且省际差异较大，但是省份工业增长中最主要的源泉都

是原材料投入，其次是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为促进中国工业经济科学发展，我们还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即通过大幅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来促进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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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术界对经济增长及其源泉的探讨由来已久，至少可以回溯至 18 世纪亚当·斯密关于国民财富

的决定因素探讨。20 世纪中叶以 Solow（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构造了一个较为完整

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积累和“索洛余值”式的全要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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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进步两大类别。随后，以 Denison（1961；1979）、Jorgenson(1967；1981）、OECD（2001）等为

代表的一些研究将这种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核算研究推向了高潮。在这种传统的新

古典经济增长核算中，污染排放等非期望产出和部分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并没有纳入分析框架。然而，

众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历程表明，污染物排放等环境压力是经济增长中不可回避的事实，

它们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或成本之一。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忽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不可

取的，这种以损害后代人的福利水平来追逐当前的经济快速增长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显然，

这为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合理评估经济增长绩效及其源泉的理论及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

国内外一些研究在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尝试性地将环境变量和资源变量与资本、劳动力等一起纳

入了基于索洛扩展模型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陈诗一（2009）、杨文举（2011）、杨文举和龙睿赟（2012）

等称之为绿色经济增长核算。这种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加真实地识别经济增长的源

泉，而且还有助于经济发展中的相关决策制定，特别是对我国当前及今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

路径选择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基于索洛扩展模型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研究，以早期基于索洛模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

为基础，将环境变量作为一种投入成本（它们代表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引入总量生产函数，

进而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索洛余值）和各种投入增加（包括劳动力、资本、

环境、中间投入品或能源、土地等）两大类源泉。迄今为止，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从下述两大思路

出发对这种基于索洛扩展模型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进行了尝试性的经验研究，它们对本文的后续研

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下面对此进行简要的综述。 

一是从修正传统的产出变量出发，将环境变量等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框架的绿色经济

增长核算研究，如 Nanere et al.(2007)、薛建良和李秉龙（2011）等。其中，Nanere et al.(2007)借鉴

Repetto et al.（1996；1997）提出的方法，即通过环境变量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加权求

和来修正传统的期望产出后（其中非期望产出的权重采用负的影子价格），将劳动力、资本、原材

料一起引入总量生产函数，进而得出一个环境修正后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模型。从该模型中很容易

将绿色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要素投入累积（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等）

两大类别，但该研究因关注点不在于经济增长核算而未对此进行明确阐述和相应的经验分析，而只

是将该模型应用于澳大利亚农业生产率的经验测度。薛建良和李秉龙（2011）亦借鉴 Repetto et al.

（1996；1997）的思路，运用 Nanere et al.(2007)提出的模型对中国农业 1990-2008 年间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进行了经验分析，并分别探讨了 1990-1999、2000-2008 及整个期间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和投入积累对产出增长的相对贡献。这些研究结论都表明，通过环境修正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传统

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值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而且不同的环境价值损失评估方法或环境破坏成

本会影响环境修正的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显然，引入环境变量对经济增长核算结果是有影响的，

而且在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从统计学角度进行可信度分析，这对于更加合理地评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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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的相对贡献并据此探讨与之相关的经济发展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各种环境变

量在市场上没有明确的价格信息，从而该思路下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对合理评估环境破坏成本或环

境变量的影子价格存在较高的要求。另外，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忽视了无效率的存在性，从而

该思路下难以将技术效率变化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中进行有效分离。 

二是将各种环境破坏视为投入变量并引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并据此来进行的绿色经济增长

核算研究，如 Qi（2005）、Elsadig（2007；2012）、陈诗一（2009）、罗岚（2012）、郭辉和董晔（2012）

等。其中，Qi（2005）将能源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水污染引入该核算框架，对 174 个国家

198-2000 年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将经济增长的源泉细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包括劳动力、

资本、能源和环境资源在内的各种投入数量增加。Elsadig（2007）和 Elsadig（2012）分别将中间

投入品、生化需氧量（BOD）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资本和劳动力一起引入总量生产函数，对马来西

亚的制造业、东亚和东南亚的 8 个国家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陈诗一（2009）将能源消耗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投入变量分别引入一个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 C-D 生产函数，对我国工业 38 个

二位数行业（1980-2006 年）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罗岚（2012）、郭辉和董晔（2012）将能源

消耗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引入 C-D 生产函数，分别对中国工业发展情况（1990-2010 年）、中国经

济发展总体情况（1978-2008 年）进行了相应的经验分析。该思路的最大优点也在于能从统计学角

度验证模型测算结果的可信度，而且在数据要求方面并不需要相关变量的价格信息。然而，一些研

究指出，这种以投入要素形式来处理环境变量的做法与“物质平衡原理”相悖（Murty和Russell，2002），

而且这种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非对称处理，会扭曲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评价，从而会

误导政策建议（Hailu 和 Veeman，2001）。不过，一些学者（如陈诗一（2009））对这种将二氧化碳

排放等环境污染物作为一种未支付的投入处理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该研究认为：一方面自然环境

通过吸纳和沉积废弃物为经济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服务,这在给定其他投入要素的前提下短

期内可以增加产出水平（长期中存在负的外部性）；另一方面，参数化生产函数的单一产出特性也

要求把各种排放作为投入处理。当然，与第一种思路一样，该思路也未能将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相对贡献中分离开来。 

综上，现有的两组新古典分析框架下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研究在处理环境变量方面都做出了极

具价值的探讨，这些各具优劣的尝试性研究对于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不乏存在这两种思路下的经验分析，但是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全国行业发

展（包括工业和农业）为分析对象的经验研究，而鲜有研究对中国省份经济或省份行业进行类似的

绿色经济增长核算，而且这些研究在引入原材料和环境变量的同时，却未能用总产出而不应用增加

值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由于第一种思路需要环境变量的影子价格信息，其获取难度较大，而且采

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差异性结果还会较大地影响经济增长核算结果。有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第二

种思路尝试性地将原材料、环境变量、资本、劳动力和总产出同时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来构建绿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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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核算模型，并对中国大陆省份工业进行经验分析。文章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本

研究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简单介绍；第三部分以中国大陆省份工业为样本进行相应的经验

分析；第四部分对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结果与不引入环境变量的情形进行对比分析；最后部分为结论

部分，总结全文并进行研究展望。 

二、基于索洛扩展模型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 

(一)引入环境变量的索洛增长核算扩展模型 

传统的索洛增长核算模型没有将环境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这不利于识别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

从而会影响经济决策的制定。为此，Qi（2005）、Elsadig（2007；2012）、陈诗一（2009）和罗岚（2012）

等从修正投入变量角度出发，引入环境变量对传统的索洛增长核算模型进行了比较相似的扩展。虽

然一些研究对这种以投入变量方式来处理环境变量进行了质疑，但正如陈诗一（2009）所言，这种

将环境变量以投入形式引入索洛模型，不仅仅是生产函数中产出变量的单一性要求如此，而且从环

境吸纳和沉积废弃物角度来说，它在经济增长中确实是具有服务功能的（长期具有负面影响），将

其视为一种投入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在相关研究中，代表性的环境变量如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

硫排放量（SO2）、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COD）、工业废水中的生化需氧量（BOD）等，除

Qi（2005）外的研究所选取的变量都只有其中的 1 种。本文认为，在数据可得的前提下，尽可能多

地引入环境变量有助于更好地反应经济现实情况。另外，在引入原材料的情况下，从“物质平衡原

理”出发，总量生产函数中也应选用总产值而非增加值。因此，本研究在沿袭相关研究的做法基础

上，把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作为代表性的环境变量，与

劳动力（L)、资本(K)、中间品度量的原材料(M)和代表技术进步的时间（T）一起作为投入变量，

并以地区工业生产总值(GCZ)为产出变量，构建总量生产函数，见式（1）。 

),,2,,,( ,,,,,,, ititititititit TCODSOMLKFGCZ                      （1） 

在完全竞争假定下，式（1）中的产出增长可被分解为投入变动的贡献(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

投入）、公共副产品即污染排放的贡献（SO2 和 COD)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TFP）3 大部分。

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 t 求导，省略脚标 t 和 i，得到式（2）。其中，α、β、γ、δ和

λ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原材料、SO2 和 COD 的产出弹性系数；g 表示增长率；d 为求导符号；

ln 为求自然对数符号；ε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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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假定生产中服从规模报酬不变，即 α+β+γ+δ+λ=1，则式（2）可进一步变形为式（3）。 







dtLCODddtLSOd

dtLMddtLKddtLGCZd

/)/ln(/)/2ln(

/)/ln(/)/ln(/)/ln(
（3） 

（二）产出弹性系数的计量分析模型 

为测度式（2）所示的绿色经济增长源泉的相对贡献大小，除了需要各投入、产出变量的相关

数据之外，还需要确定α、β、γ、δ和λ5 个产出弹性系数。目前，产出弹性系数值的选取主要

有 3 种思路：一是根据各投入要素的报酬占总收入（总产出）的比重来加以确定；二是根据前期相

关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经验数值；三是通过计量分析模型来确定。由于本研究的投入变量中选取了

原材料和环境变量，它们的产出弹性系数值难以从前两种思路中获取，因此本研究采用计量分析思

路来获取所有投入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值。为此，结合式（3），构建式（4）所示的计量分析模型

（各变量省略了脚标 i 和 t），各符号的含义同式（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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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2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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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中国地区工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3-2011 年 

（一）变量和样本的选取 

根据前述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分析框架，为探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中国地区工业经济增长源

泉的相对贡献，首先需要确定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下的投入、产出变量。本研究沿袭相关研究的

做法，在兼顾数据可得的情况下，选取省份工业生产总值为产出变量(GCZ)，省份工业年均从业人

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变量（L)，省份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作为资本投入变量(K)，省份工业

中间品价值作为原材料投入变量（M)，省份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SO2)和省份工业废水

中的化学需氧量（COD)作为代表性的环境变量。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劳动力、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数据直接来源于中经网、《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工

业中间品价值按照工业总产值与工业增加值之差获得，其中 2011 年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根据当年各

省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推算得出，其余年份的数值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在具体的数据选取中，一旦在不同年份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对同一年份的数据统计存在差异时，

本文以近期公布的数据为准。限于部分数据在早期缺乏统计（如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等），

本文分析数据的时间跨度选取为 2003-2011 年，研究对象涵盖大陆 31 个省市区，所有数据的一般

统计描述见表 1。 

表 1 中国省份工业投入、产出指标统计描述：2003-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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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所有数据均由笔者计算得出，其中工业总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数据分别用 GDP 平减指数和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基期为 2000 年。 

表 1 的数据表明，所有数据的最大最小值比都在 400 以上，而且各变量的标准差均接近（部分

变量还大于）相应的中间值和平均值，这充分表明中国各省在 2003-2011 年间的工业发展差异较大。

如此巨大的数值差异不仅表明中国各省的工业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差异大，而且也表明它们对环境

的影响也具有较大差异。因此，为深入探讨中国省份工业经济增长源泉，将污染排放物引入分析模

型中至关重要。 

（二）索洛扩展模型的计量分析 

下面以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 2003-2011 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对式（4）进行回归分析。为

合理地对回归模型进行选择（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先对个体随机效应

模型进行估计并作 Hausman 检验，Hausman 值为 35.60，其对应的 P 值为 0，拒绝了原假设（即应

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这表明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输出结果下进

行似然比检验，F 值为 3.56，对应的 P 值为 0，拒绝原假设（即应建立混合效应模型），应建立个

体固定效应模型。根据上述检验结果，对式（4）进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国省份工业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值 T 统计量 P 值 

C -0.2461*** 9.1439 0.0000 

Ln(M/L) 0.6295*** 23.9879 0.0000 

Ln(K/L) 0.3418*** 13.6758 0.0000 

Ln(SO2/L) -0.1064*** -3.9849 0.0001 

Ln(COD/L) -0.0292* -1.7298 0.0849 

2R  =0.9988          F=6586.4690         P.=0.0000         D.W.=2.2289 

注：表中数据为笔者运用 eviews6.0，对式（4）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估计而来；*、***表明相应的回归

统计量 
GCZ 

（亿元） 

M 

（亿元） 

K 

（亿元) 

L 

（万人） 

SO2 

（万吨） 

COD 

(万吨) 

平均值 10903.02  7910.22  3535.29  252.18  64.38  15.46  

中间值 5710.91  3726.07  2545.16  145.76  57.03  13.01  

最大值 72120.15  54843.24 17006.70 1568.00  171.50  69.30  

最小值 19.40  7.19  38.12  1.63  0.07  0.07  

标准差 13840.15  10512.29 3206.45  290.74  41.16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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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估计值在 1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T 检验。 

在回归估计结果中，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高达 0.9988，表明该模型整体上较大程度地揭

示了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素，拟合优度高；F 值远大于临界值，表明随机误差具有同方差性，回归

方程显著；D.W.值为 2.2289，表明回归估计结果中不存在残差序列相关；而且各解释变量的待估参

数值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 T 检验。因此，该模型及回归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从回归结果分析中 Ln(M/L）、Ln(K/L）、Ln(SO2/L）、Ln(COD/L）的参数估计值可以得知，在

分析期间内中国省份工业经济增长中原材料、资本、劳动力、SO2 和 COD 对工业总产出的产出弹

性值分别为 0.6295、0.3418、0.1644、-0.1064 和-0.0292。就 3 个传统的投入变量而言，它们的

产出弹性值均为正数，这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比如，Elsadig（2007）对马来西亚制造业 1970-2001

年间的估计结果表明，中间品、资本、劳动力对工业总产值的产出弹性值分别为0.53、0.14和 0.13；

罗岚（2012）对中国工业 1990-2010 年的估计结果中能源、资本和劳动力对工业增加值的产出弹性

值分别为 0.0290、0.9571 和 0.2201。而作为环境变量引入的 SO2 和 COD 两种投入的产出弹性值

都为负数，这与相关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差异性，如 Elsadig（2007）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研究中

BOD 对工业总产值的产出弹性值为 0.20，但罗岚（2012）对中国工业的研究中 SO2 对工业增加值

的产出弹性值为-0.2325。笔者认为，从“物质平衡原理”角度而言，这种环境变量（副产出或非

期望产出）的产出弹性值为负数时较为合理。因为作为副产出的 SO2 和 COD 等污染性排放物，其

产生需要消耗掉必要的各种投入资源（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等），在投入给定的前提下，它

们的产生量越大，用于生产期望产出的投入资源就越少，从而期望产出增加就越少。 

（三）绿色经济增长核算 

结合式（2）和表 2 的估计结果，运用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 2003-2011 年的面板数据，对各省工

业进行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结果见表 3。 

表 3 中国省份工业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结果（2003-2011 年）：平均贡献率，% 

省份 M K L SO2 COD TFP 

北京 66.69  30.99  2.30  5.80  0.89  -6.66  

天津 64.01  21.16  2.95  0.27  1.01  10.61  

河北 66.11  22.06  2.64  -0.60  0.96  8.83  

山西 64.36  22.21  1.62  -1.55  0.98  12.39  

内蒙古 62.28  23.70  3.76  -0.41  0.45  10.22  

辽宁 62.97  14.65  3.96  -3.04  0.81  20.66  

吉林 65.39  18.96  3.18  -4.34  0.93  15.88  

黑龙江 68.36  14.10  0.11  -3.32  0.63  20.13  

上海 69.01  16.60  3.38  4.23  1.35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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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64.19  25.75  7.15  0.94  0.30  1.67  

浙江 66.48  25.55  5.32  0.74  0.66  1.25  

安徽 66.41  19.49  4.51  -0.91  0.36  10.15  

福建 64.10  18.56  6.52  -1.60  -0.36  12.79  

江西 67.00  17.63  5.50  -1.73  -0.38  11.98  

山东 65.39  22.87  3.63  -0.35  1.70  6.76  

河南 65.89  21.01  4.65  -1.69  0.81  9.34  

湖北 65.20  14.44  3.42  -0.59  0.45  17.08  

湖南 66.35  18.18  4.87  0.27  0.52  9.81  

广东 63.84  22.19  8.72  1.94  -0.32  3.64  

广西 63.06  21.13  4.94  2.76  1.54  6.58  

海南 64.12  24.00  -0.37  -2.70  -0.09  15.04  

重庆 64.10  20.33  5.24  0.85  1.01  8.48  

四川 63.96  17.27  5.23  1.20  1.66  10.68  

贵州 67.43  25.36  2.99  -3.55  -2.11  9.88  

云南 74.92  24.88  3.90  -4.30  -1.44  2.05  

西藏 75.13  30.08  -7.92  -6.99  -0.06  9.76  

陕西 61.26  24.34  3.33  -1.57  0.23  12.41  

甘肃 66.82  21.25  -3.12  -1.40  -1.90  18.35  

青海 60.87  21.90  2.34  -6.46  -5.25  26.60  

宁夏 64.38  35.16  3.15  -3.08  -0.80  1.19  

新疆 63.36  23.21  4.90  -8.37  -0.80  17.70  

平均值 65.59  21.90  3.31  -1.28  0.12  10.34  

标准差 3.15  4.73  3.05  3.06  1.38  6.84  

注：表中各列数据依次为中间品、资本、劳动力、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

工业总产出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所有数据均为笔者计算得出。 

从表 3 中显示的核算结果中初步可以得出下述两大结论： 

第一，各种投入（含环境投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大小具有较大差异，但各省

工业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源泉都是原材料投入。其中，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积累和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都对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它们对工业总产出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65.59%、21.90%、3.31%和 10.34%。而二氧化硫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8%，这与相关

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如罗岚（2012）的研究表明，在 1990-2010 年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对中国工业

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也为负数，其值为-4.84%；但是化学需氧量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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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也是合理的。之所以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如此

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的产出弹性都为负数，但是在分析期间内它们

的年均增长率却分别为 2%和-1%，从而其经济增长贡献率不可避免地出现上述不同取值情况。从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工业增长所起到的较大促进作用来看，最近十年来我国各省在工业生产技术

或技术效率方面取得了较快进步
1
，它们不但推进了工业期望产出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且还对二氧

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等工业非期望产出起到了较好的减排作用。 

第二，中国省份工业经济增长源泉的相对贡献率具有不同程度的省际差异。其中，原材料和资

本投入都无一例外地促进了工业总产出增长，但具有一定的省际差异，其贡献率的标准差分别为

3.15%、4.73%，最大最小值比分别为 1.2343 和 2.4940。除北京之外，其余 30 个省份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都促进了工业产出增长，该增长源泉的省际差异也较大，其贡献率的标准差为6.84%，

其中贡献率最大的为青海（26.60%），贡献率最小的为北京（-6.66%）。
2
省份劳动力投入贡献率的

省际差异也较大，其标准差 3.05%接近其平均值 3.31%，而且西藏（-7.92%）、甘肃（-3.12%）、湖

南（-0.37%）3 省的劳动力投入变化（减少）还阻碍了其工业经济增长，而在劳动力贡献最大的广

东省，因劳动力大幅增长而引致的增长在总产出增长中占据了 8.72%的比重，其次为江苏（7.15%）。

二氧化硫排放量对工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也具有大的省际差异，标准差为 3.06%，其中有 21 个

省份的贡献率小于 0，贡献率最大的为北京（5.80%），其次为上海（4.23%），贡献率最小的为新疆

（-8.37%），其次为西藏（-6.99%）。化学需氧量对工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也具有大的省际差异，

标准差为 1.38%，其中有 11 个省份的贡献率小于 0，贡献率最大的为山东（1.70%），其次为广西

（1.54%），贡献率最小的为青海（-5.25%），其次为四川（-2.11%）。 

四、与传统经济增长核算结果的比较 

本文在前面指出，忽略环境变量的经济增长核算无助于识别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但是相关的

经验研究结论却未得出一致意见。其中，多数经验研究结论与此一致，如Elsadig（2007）、罗岚（2012）、

杨文举（2011；2012）等发现不引入环境变量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要高些，从而会高估其在经济

增长中的相对贡献，但是王奇（2012）对中国农业的分析结论却未得出引入环境变量前后的全要素

生产率变化会有显著差异的结论。为此，下面先对不引入环境变量的情形进行经验分析，然后与前

面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经济增长核算及对比结果见图 1。 

                                                        
1根据生产前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乘积，如 Grosskopf(1993)。由于新古典

经济增长理论中忽视了经济中的无效率存在，从而本文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实质上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

的共同结果。 
2括号中的数值为各投入变量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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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环境变量（用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衡量）与资本和劳动力一起，引入 1 个描述工业总产出

的总量生产函数，扩展了传统的索洛增长核算模型，将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的总产出增长率分解

为投入要素积累（包括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环境投入等源泉，并以中国

大陆 31 个省份的工业为样本进行了相应的经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2003-2011 年间， 各种投入

（含环境投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具有较大差异，这不仅体现在它们各自的相对贡献

率大小各有不同，而且还体现在所有投入贡献率的省际差异上；是否引入环境变量对经济增长核算

结果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不引入环境变量时无一例外地低估了（高估）原材料（资本）投入的贡

献，同时低估了（高估）大多数省份劳动力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总体结论与相关研

究结论一致。 

显然，本文的这些结论不仅表明在经验分析中进行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十分必要，而且还表明着

我国工业发展仍未超越投入要素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特别是原材料和物质资本投入在工业

总产出增长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为代表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效

率的提升也对我国近年来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而且还具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值得一提的

是，从环境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及相应变量的核算结果来看，成功的减排也是有助于经济增

长的，其原因在于非期望产出的缩减会变相地增加期望产出的资源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显然，

为促进中国工业经济科学发展，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这必须依赖于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水平，进而促进节能减排和绿色增长。因此，深入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增

长路径，是该领域值得深入的重要方向。当然，本文在分析中还存在其他一些不足而有待后续研究

的补充、完善。比如，本文因数据获取的限制而仅分析了近几年的情况，为深入分析经济增长现象

背后的实质，有必要拓展研究的时间跨度。再如，虽然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环境污染变量的产出弹性

系数为负数并进行了规范性探讨，但是这一结论在相关研究中却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也有待于后

续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论证。另外，在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方面，究竟存在哪些影响因素

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较色，现实中如何不断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等，都是值得广泛探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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